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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的 《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涉及了西方环境史的资料及研究方法的一
些问题 （如其中讨论了 “《尘暴》的资料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方法”、马克思关于英国环境问题的经典文献 《英国工人

阶级的状况》等）。迄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问题展开研究的，有以下论文：陈全黎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以 〈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贾臖 《试论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研

究价值与史料特点》（《学术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８期）、吴寰 《中国环境史文献的分类问题初探》 （《保山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材料、取径与呈现

———关于环境史史料的几个问题

徐　波
（昆明学院 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环境史并非纯然的社会史，因此，它需要关切 “天人之际”即社会—自然之互动，也关注关于自

然的各种材料。与史料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学术路向，路向关涉视野，进而关涉史料。基于此，向其他学

科的学习采借，必不可少。占有材料是为了认识对象的原貌、全貌，把握问题的核心、症结，在既有研

究和知识体系之外开出学术新天。这需要学识、见识、胆识。其中难得的是胆识———它不仅在于空所依

傍，见人所未见，更在于敢为天下先，言人所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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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史在材料的搜集、使用上，有其独具的特

点；由于晚近时期社会变迁同自然环境日益剧烈的

互动与碰撞，环境史研究在取材的路向上，在利用

史料以追问环境递嬗背后的技术驱动、制度安排乃

至价值理性等人类因素之类的问题上，也颇有一些

值得深究之处。而作为一个较新的史学分支，迄今

关于环境史史料的专门研究甚少，仅有不多的几篇

论文对国内外环境史史料问题作了讨论，学术上有

很多待开拓空间。①以下拟就环境史材料的搜集、

取径及呈现 （史料的运用）等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竭泽而渔，穷搜极检：

基本材料的搜集

　　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史学的其他分支一
样，环境史研究也需要以竭泽而渔的气概占有材

料，穷搜极检，以奠定深入分析辨识的基石。而与

其他史学分支有所不同，环境史并不是纯然的社会

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其本质上是人地关系史研

究。因此除了传统史料学的涉猎范围之外，还要关

注关于自然环境的各种材料。这就使得环境史的材

料范围和搜求难度、工作量大大增加。

（一）传统史料学所列各类材料

中国作为史学大国，尤以传统史料为史学得以

生发展开的基础。传统史料，汗牛充栋，目前仍然

是史学入门的必由津梁。如梁启超把史料分为两种

十二类：第一种是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包括：现

存的实迹，传述的口碑，遗下的古物，下分五类：

一、现存之实迹及口碑。二、实迹之部分存留者。

三、已淹没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四、原物之

保存或再现者。五、实物之模型及图影。第二种是

文字记录的史料。下分七类：一、旧史。二、关系

史迹之文件。三、史部以外之群籍。四、类书及古

逸书辑本。五、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六、金石

及其他镂文。七、外国人著述。［１］又如荣孟源先生

分为书报、文件、实物、口碑四类：书报分为历史

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史部以外的群籍。文

件分为政府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实物分为

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武器和刑具、货币、度量衡

器、印信、建筑、墓葬和古迹、模型和雕塑、照相

和绘画、语言和文字、碑刻和砖瓦、纪念物。口碑

分为回忆录、群众传说、调查记和文艺作品四

类。［２］类似的分类方法尚有很多。

具体到西部环境史研究领域，西北方面，如史

念海在 《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３］，熟稔地

使用了大量先秦以来的传统史料；青年学者赵珍

《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４］也参考或使用了很多

的传统史料，包括地方志 （９０种）、官书政书档案
碑刻之类 （６３种）、私人笔记游记文集 （３７种）。
类似著作还有很多。西南方面如方国瑜曾著 《滇

池水域的变迁》一文［５］，看似举重若轻，实系以

深厚的学养和史料功底为基础。《中国西南历史地

理考释》 （上下）即其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名

著［６］，其内容除政治经济文化以外，也从多方面

涉及天人关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许多著作涉及
西南生态环境史，也主要基于传统史料。如于希贤

《滇池地区历史地理》［７］、蓝勇 《历史时期西南经

济开发与生态变迁》［８］、周琼 《清代云南瘴气与生

态环境研究》［９］、杨伟兵 《云南高原的土地利用与

生态变迁 （１６５９—１９２０）》［１０］、马国君 《清代至民

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１１］等。其

中如杨伟兵书中，即使用或参考正史政典奏稿谕旨

档案及史料汇编类约４０种、文集诗略笔记行纪杂
史类约５０种、方志之类约１００种、年谱契据碑刻
民族史传类约２０种、专务考工类约１０种，等等。

不难看出，直至今天，传统史料是环境史研究

的重要基础。当然，由于现代数字化手段的普及，

今天研究者使用传统史料，其检索、存储、收藏、

使用等的方便程度和效率，与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

的八十年代有了天渊之别。

（二）关注人地关系相关材料

环境史本质上是人地关系史，这是与传统史学

研究不同之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因

此，关注与人地关系相关的各种材料也成为题内应

有之义。

１．涉及大地景观、土地利用／覆盖的变迁的材
料。譬如湿地、草地、森林、河流、沙漠、山地等

的原初状况、变迁递嬗；微观－中观－宏观意义上
的区域景观状况及其变嬗；又如人地互动，人类在

其中的作用，表现为自然景观，到经过人力作用发

生相应改变的次生景观，再到完全 “人化”的景

观，如工厂、车站、灯塔、码头、海港、市镇、城

市、交通线 （铁路公路）……此外，涉及与人类

共同生存于大地之上的各种动植物，它们自身也随

着大地景观、生态环境的变迁而经历或漫长或短

暂、或剧烈或温和的变迁。文焕然先生的研究，深

入地分析和展示了这种变迁。［１２］３－２９８

２．反映人口变迁的材料。人口是人地关系之
主动和活跃因素，研究环境史口史料和相关研究也

就必然要成为一种重要关切。如梁方仲的名著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１３］，另如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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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中国移民史》（一—六卷）［１４］、苍茗 《云南

边地移民史》［１５］、陆韧 《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

汉族移民研究》［１６］等，均可以作为基本的参考和继

续深入的指引。同时还需注意，作为生产力、生产

方式的载体，不同人群 （农业人群，牧业／渔业人
群，农牧混合人群，养殖人群，林业人群，矿业人

群）代表着不同生计方式和相应的天人关系，其

对于生态环境所发生的作用也大不相同。这也可作

为一个新的议题，加以开拓。

３．各种生计方式中，农业、工业／手工业、城
市化是改变大地景观、土地利用／覆盖的主要形式
和动力。包括农业技术递嬗 （如农业生产工具／技
术、水利、作物品种），工业技术递嬗 （如工业革

命），现代化导致的各种社会变迁 （如从传统农业

—石油化农业，包括机械、化肥、农药、生物技

术、大棚、地膜等的广泛使用等，又如 “消费主

义”导致的高度资源压力、生态环境压力），

等等。

就中国而言，直至改革开放时代之前，人类对

于大地景观、生态环境影响或改变最重要的形式一

直是农业开垦。因此，研究农业观念、农业制度政

策、农业技术、水利利用、土地利用／覆盖等，研
究农业、农民、农村、农场，必然成为生态环境史

研究的一个重心。其中仅举一例，如引进作物，即

是数百年间影响中国西部山地土地利用／覆盖和大
地景观的重要因素，从而也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

问题，先后问世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１７－２６］

４．人类制度设计、政治军事经济等组织形式
变迁以及所谓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这一领域大有

拓展的空间。以现当代为例，如城乡二元制度、户

籍制度、逆城市化道路、重工业化道路等发展路径

等等，它们对于中国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对这些

问题进行探讨非常必要，① 其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

都可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深入进去。

二、别具只眼，旁借他山：

学科的交叉与采借

　　与环境史史料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环境史

的学术路向问题。路向不同、取径不同，眼界也就

不同，挖掘的范围、取材的指向和采择的宽厚度等

等也就不同。不同时代有不同潮流，也就有不同的

学术。因应时代潮流的学术，即陈寅恪所谓 “预

流”，否则即是 “不入流”。更新的路向和取径，

更高更宽的观察势位，意味着更新更多的材料进入

研究者的视野。就此而言，学科的交叉、整合，学

科间的相互借鉴学习———对于作为史学一支的环境

史而言———尤其是向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学习

采借，就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

以下略举一些事例。

（一）自然科学。地质学，生态学、气候学、

物候学，杰出者如竺可桢的历史气候学、物候学研

究，文 焕 然 的 历 史 植 物／动 物 变 迁 史 研 究
等［１２］，［２７－２８］。广义上，这些研究也成为生态环境史

的一部分。

（二）历史地理学。如谭其骧、史念海、于希

贤、兰勇、陆韧、王建革、杨伟兵、杨煜达的研

究，他们的研究广义上也可列入生态环境史，同时

他们的工作又都是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展开的。

（三）民族学人类学。成果也不少。如尹绍亭

教授１９９１年出版 《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

系》，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一批专著和 《基诺族刀耕

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等十几篇论文，颇有新

见，同时还在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博物馆建设、

物质文化研究与保护等几个领域都取得创造性的成

果②；又如杨庭硕先后出版 《人类的根基》［２９］ 《民

族、文化与生境》［３０］等，也颇有见地。

（四）灾害学／灾害史。全国的如中国人民大
学戴逸团队、夏明方等，成果颇多。云南灾害史研

究也渐成气候，近３０年来有秦剑，解明恩，刘瑜，
等著 《云南气象灾害总论》［３１］、杨煜达 《清代云

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３２］、李新喜 《清代

云南救灾机制刍探》［３３］、姚佳琳 《清嘉道时期云

南灾荒研究》［３４］等一批成果问世，另有大量论文

发表。［３５］

（五）经济学。经济学有深度也有思辨的魅

力，很值得引起环境史研究者注意。真正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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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上述问题的初步研究，参见文后参考文献 ［３７］。
尹绍亭教授的具体成果，详见后文。



大家都不是搞数字游戏的书虫，而是针砭时弊犹如

醍醐灌顶般淋漓尽致的手术刀，甚至也是引领政策

的指南针。如杨小凯的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

记》［３６］，从经济学视角剖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精

彩透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成为独树一帜的显

学，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大船前头鼓荡风潮，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另如经济学家张五常以其

“现代合约”和 “县域竞争”理论，解释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极具启发

性。问题在于，中国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恰恰

也是在这一时期趋于极致的。显然，借助经济学工

具进一步深入，以探求隐藏在税收分成制 “合约”

背后的社会密码，当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当代中国经

济 飞 跃 背 后 的 社 会 公 平 代 价、生 态 环 境

成本［３７］４９８－５０２。

（六）政治学。中国社会的运行是一个权力驱

动的机制，改革之后则在强政府之外，增加了另一

个强大力量即资本／市场。因此，制度、政策或制
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生产，进而在极大

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人地关系。不了解中国政治机

制，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生态环境演变。若干研

究，如卢恩来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选

择》［３８］，剖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博弈及

其与权力的沆瀣、对于权力的操弄和对于社会利益

的危害。就环境问题而论，由于公民社会的缺乏发

育，这种博弈力量的不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大众

的生态环境利益的被蔑视、被损害，也成为博弈的

必然结果。［３７］５１０－５１３

（七）社会学。与政治学一样，社会学通过解

剖个案和典型以认识社会的方法，对于认识分析社

会非常有用。如费孝通关于 “差序社会”“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及 “民族走廊”的理论，郑杭

生著名的社会学 “四论”（“社会运行论”“社会

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李培林、李强、马戎等为代

表的当代社会学中坚力量，都推出了富有影响力的

学术成果。吸收经济学家关于强势政府、半统制经

济及社会学家关于原子化社会的研究成果，观察当

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问题，可看到，一个孱弱社

会同强势政府／强横资本的非对称博弈，导致严重

的社会失衡，也导致人地关系的失衡：“强势政府

和半统制半市场经济，对应着一个孱弱社会，进而

必然对应着一个被蔑视和践踏的大自然。”［３７］５１０－５１１

三、肇开新天，空所依傍：

环境史料的运用与呈现

　　这里所谓 “呈现”，指的是史料的运用，即通

过一定形式 （文字、图表等符号体系）以呈现自

己对问题的探索。占有材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

了借此认识对象的原貌、全貌，把握问题核心和症

结，在既有研究和知识体系之外开出学术新天。①

原因很清楚，学术研究重在有所创获。易言之，占

有材料目的是为了推进研究，在既有知识体系之外

有所发明，所谓 “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

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

来者以轨则也。”［３９］

而这需要学识、见识、胆识———仅仅充分占有

材料，不见得能做出过人的研究。学识可以使人充

分使用材料，得出正确自洽的结论。见识可以使人

别具只眼，以人人都有的材料，做出别人做不出的

研究。胆识则不仅在于空所依傍，见人所未见，更

在于敢为天下先，言人所不能言。

依靠充分的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得出

正确自洽的结论，似乎简单，实则不易，往往需要

优渥深厚的学识学养。

如文焕然先生在 《历史时期宁夏的森林变

迁》［１２］一文中针对成说指出，“现今宁夏的森林覆

盖率仅２２％ （全国平均水平为１２７％），居于全

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之下游；加之天然林

与灌丛数量少，又分布在高山峻岭之间，更给人以

濯濯童山之感。难道这些可以完全归罪于大自然的

‘造化’吗？”［１２］文焕然认为并非如此。他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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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了史料，尚需考订辨识以去伪存真。对此，前辈学者已有精彩的论述，这里不拟赘述。如陈垣先生在 《通鉴

胡注表微》的考证篇中，即比较集中地讲了考证的具体方法，包括：一、理证：即用常理判断某些史料的真伪。二、

书证：即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为证据。三、物证：即 “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四、实地考

察，等等。



的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 “森林

草原区的森林概况”“干草原和半荒漠草原的森林

概况”“历史时期前期的森林变迁”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林业概况”进行了研究。他指出：

宁夏虽然是个特殊少林的地区，“但宁夏自古以来

并非如此。不仅南部森林、草原镶嵌布列广大地

区，而且北部山地、沙荒地也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

森林、灌丛、草原植被。”［１２］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论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宁夏森林植被从 “恢复”到 “再遭破坏”的状

况进行了讨论，以宁夏的实例对 “生态环境成分

的相互依存”的问题及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

“开发利用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切实的思

考。在 “结论”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

“充分研究并顺应植被演替规律” “发展、合理利

用与保护不可偏废” “统筹兼顾，因地制宜” “植

被多样，优势互补”等［１２］。可以看到，文章看似

平淡，但是这些看法中潜藏了对一直以来主流话语

中那些甚嚣尘上的激进主义思潮———诸如 “人定

胜天”“战天斗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

人奋斗” “一天等于二十年”之类———的反思和

超越。

有见识，别具只眼，是说学术研究还需要有相

当的学术敏感性，需要独立思考，发人之所未发，

见人之所未见———易言之，在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

看到，在别人没有发现的时候发现，以人人都可以

有的材料，做出高人一筹的研究来。

大约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有数十名院士曾
经联合署名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主旨是提倡做高

质量的研究，写高质量的文章，反对粗制滥造，学

术泡沫。《新华文摘》曾经转载这篇文章。其中有

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大致是说：像 《Ｎａｔｕｒｅ
（自然）》《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这样的顶级学术杂志
发表的论文，即使不能说一篇顶一万篇，但说一篇

顶一百篇是没有问题的。院士们之所以这样说，原

因就在于，这样的文章，一是具有基础性，影响大

影响深，二是具有原创性、开拓性。这样说，不是

要求论文都要一篇顶一百篇、一万篇，而是强调论

文应该有新意，有突破。

举一个环境史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少

———如王建革教授从农学生发而出的一系列论著，

将生态环境史、农业史与历史地理相结合，对内蒙

古、华北、江南地区的历史生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做出一系列研究。其代表作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

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 （９—２０世
纪）》［４０－４１］，描述环境与人文的关系，在选题、视

角上都有出人意表的创意。

就西南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而言，尹绍亭教授的

生态人类学研究颇有突破性。他的相关著作如

《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 《人与森林———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４２－４３］，均来自

扎实的田野调查，同时运用文化适应的观点和人类

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成为我国生态人类学领

域重要成果。他主编或合作主编的 《民族生态

———从金沙江到红河》《生态与历史———人类学的

视角》《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等论文集［４４－４６］，

围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环境的变迁及其相互影

响，并尝试推动生态学、植物学、历史学、地理学

等学科的跨学科合作，也有不少新的开拓。

再以西部生态环境史为例。中国西部空间广

阔、情况复杂，各地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可谓千

差万别，其间有没有一种具普遍性、规律性的内在

趋向？研究者经过长期思考，提出 “同质化变迁

说”，试图为清代至当代中国西部社会与环境变迁

这一庞大研究对象构建一个有机的、整体性解释的

理论体系。可以看到，由外力启动政治同质化

（政治秩序重构），继而驱动社会生活及经济同质

化 （变多元经济而农业化、工业化、内地化），进

而驱动大地景观同质化 （自然景观变为农业、工

业、城市等人化景观），最终导致生态环境巨变

———这样的一个同质化变迁的过程，数百年间在从

清代至当代的西部广大地区 （包括了西南及西北

的大多数地区）持续地上演着，至今未止。在这

里，同质化变迁既是结论，同时也是关于这一复杂

历史过程的分析框架或解释体系。［３７］３５－３８，５１４－５１５

胆识，除了强调识见———治史能力，如史学、

史才和史识，还强调一种献身精神、英雄主义。胆

识不仅在于空所依傍，见人所未见，更在于敢于敢

为天下先，言人所不能言。

举一个环境史以外的例子，南开大学刘泽华被

选为历史系主任后，在国内主持率先开设了 “文

革”史、人权史、国民党史，讲正面抗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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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还开设了计算机与史学研究等课。这其

中若干东西明显是敏感的。他说：“当时有些人忠

告我不要找麻烦，我说当系主任连开课的权力都没

有，那就不如下台求清静。”［４７］在学术上，刘泽华

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所谓

“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刘泽华的一

个重要学术贡献，是他在黎澍反思 “文革”而写

的谈 “现代封建主义”的文章 （１９７７年）启发
下，形成了 “王权支配社会的观点”。［４７］这个见解

极为精彩，对于理解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

直至现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可谓透彻而犀利①。

再以环境保护而论，在西方强调 “生态优先”

不仅合法，而且代表着一种 “政治正确”，著名的

“绿党”即影响巨大。② 而在中国则不然，甚至有

一段时期强调生态环境乃是犯忌的，甚至要冒政治

风险。对此状况，曾为国家环境官员兼为著名环境

专家的曲格平有很好的说明： “当一个人患了重

病，自己没有觉察，反而讥笑其他患病的人，这是

很可悲的。对我国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认识，也有着

类似的情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在我
们颇有些自负地评论西方世界环境公害是 ‘不治

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

发展和蔓延着，但我们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

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与西方的公害是完全不同

的。因为，按照当时极 “左”路线的理论，社会

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

公害，谁就是 ‘给社会主义抹黑’。在只准颂扬、

不准批评的气候下，环境清洁优美的颂歌，吹得人

们醺醺欲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自然也可使人

心安理得。”［４８］

直至今日，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与权力政

绩相冲突时，环境保护往往败下阵来。探讨环境问

题背后幕景的深部，往往触动社会和体制的某种敏

感之处。前述，中国社会的运行是一个政治驱动的

机制，改革之后则固化为一个双强一弱的结构／机
制：强政府—强市场 （资本）—弱社会。因此，

不了解中国政治机制，不了解中国社会结构，也就

不可能懂得中国的生态环境演变。同样，探讨生态

环境问题，也绕不开社会结构、制度设计。在这种

情况下，根究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需要研究者的

胆识和担当。

譬如，如何评估当代前期３０年间社会变迁的
环境影响？重新定义 “农业社会主义”，或许可以

对这种影响从制度设计上予以一种新的解释［３７］４１４。

迄今学术界关于 “农业社会主义”的论文极多

（仅中国学术期刊网 ［ＣＮＫＩ］所收录已近 １８万
篇），基本上系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 “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而言。而如果从广义上来定义和审视 “农业

社会主义”，对这一社会运动及其生态效应则当有新

的认识。可以说，从宏观上看，农业社会主义本质

上是属于民粹主义的一种理论思潮和实践运动，其

表现形式是试图以传统的大同理想、平均主义去否

定和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近３０年间以政治力量驱动、以人民
公社制 （包括此前的高级合作社等）为基本组织

形态的持续的农村社会改造和建设运动，总体上实

即这样一场农业社会主义运动。这种制度设计通过

对亿万 “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中心的农民的财

产权”［４９］的剥夺，驱动了数十年农民与国家、农村

与城市的长期博弈，造成了长期的负面的生态

效应。③

列宁曾经将俄国的民粹派称作 “旧时农民社

会主义”“小市民社会主义”“农奴社会主义”和

“反动的社会主义”。［５０］中共理论家胡绳晚年反思

极 “左”主义时，认为毛泽东本人 “曾染上过民

粹主义色彩”［５１］，认为从１９５３年以后，毛泽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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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除论文近百篇以外，刘泽华著有 《先秦政治思想史》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主编并与他人合著有九卷本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古政治思想史》《士人与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专制权力与

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绿党是提出保护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而来的政党，其提出 “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

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最早的绿党是１９７２
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绿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欧洲扩散，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绿党 （引自：３６０百科 “绿党”，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ｄｏｃ／６１００２２２－６３１３３３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
关于对 “农业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及对其影响的分析，参见文后参考文献 ［３７］第４１４－４２４页。



有了民粹主义思想。［５２］胡绳的论文触及了某种敏

感，从而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极大反弹和争论，

遭到发表于 《真理的追求》《中流》《中共党史研

究》等刊物一批论文的密集批驳抨击，［５３－６０］而同

时也得到 《中国社会科学》等刊载的许多论文的

力挺。［６１－６７］相关争论的风波，一直持续到后来很

久。回头再看上述关于 “农业社会主义”的重新

定义，所指涉的不是一时一事一人，而是对于当代

前３０年社会运动的整体评估和重新解读，其挑战
性当亦约略可知。

在研究论著中，利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的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体质性根

源进行追寻，溯及某种敏感，对研究者的担当也是

一种考验。①

譬如，直面当代环境问题，研究者认为，“要

理解中国式市场竞争的生态效应，需要进一步理解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殊路径，以及支撑这一路径的

特殊的体制架构。显而易见，面对数十年来生态环

境问题的空前爆发，一个十数亿人的超大社会既难

以遏止于事前，也难以追论于事后，内中必有其体

制的根源。”［３７］５０２－５０３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司型地方政府间的空前竞

争，政府由此而成为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但

是，政府的公司化商人化和区域竞争格局的形成，

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而是仅形成为一

种市场与权力相螯合的变性市场化。公司化的政府

游刃其中，既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又成为规则的制

定者、执行者、裁决者。正由于此，其对市场力量

的充分利用，并不妨碍其对传统官工商机制的依赖

和娴熟使用：如官营、专卖、特许、干预、强制、

巧取、征用，等等———这种扭曲的市场化，正是依

傍于特定的体制架构的。［３７］５０３

研究者认为，这种体制架构可以概括为三个相

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即：强势政府、半统制经济与

孱弱社会。② 强势政府、半统制经济并不仅仅意味

着 “集中力量办大事”，它还伴随着已经凸显的种

种后果：寻租活动制度基础的强化，使腐败迅速蔓

延，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增长方式上的短期效应，

导致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资源枯

竭、环境破坏等愈演愈烈。［６８］

研究者认为：社会失衡乃是当代中国环境问题

的深层根源———绿色重建将基于社会重建。“孱弱

社会与强势政府及强横资本恰恰互为因果：孱弱社

会是强势政府及强横资本的制造物，强势政府与强

横资本同样是孱弱社会的制造物。” “直面如此状

况，在讨论生态环境问题时，制度设置事实上是一

个很难绕开的问题。在制度上，重要的问题是监督

机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其核心在于监督者也要受

监督。而刚性的权力制衡、自由的信息披露和舆论

监督，则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在上述诸多方面

中，尤其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建立一种制度层面的

合理的机制，“以遏制各种不断膨胀的政治经济因

素，尤其是相互沆瀣的各层政治权力与经济豪强势

力，遏制其在小集团利益的追逐中，损害大众的和

后代的生态环境利益。”［３７］５１８－５１９，５１０－５１１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社会的持续进步而言，很

难奢望 “毕其功于一役”，而往往只能聚沙成塔。

因此，改良的作用或许大于革命。研究者以笔参与

社会生活和社会改造，其武器除了独立的人格、自

由的思想、富厚的学养以外，也需要某种学术的韧

性、迂回的技巧和社会智慧，甚至还需要某种机遇

乃至时代轴线的转移。

综上所述，与其他史学分支有所不同，环境史

并非纯然的社会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其本质上是

人地关系史研究。除了传统史料学所注目的各种材

料之外，尤其需要关切 “天人之际”，关注关于自

然环境的各种材料。与环境史史料相关的另一问

题，是环境史的学术路向和取径。其中，向自然科

９２第１期　　　　　　　　　　徐　波：材料、取径与呈现———关于环境史史料的几个问题

①

②

以笔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近４００年来西部地区社会变迁与生态环境”为例，还在研究刚开始的２００７年，
笔者曾和学兄鲁刚教授讨论研究的时间架构。笔者的设想是将研究下限放在当代之前，以避开政治的敏感或忌讳，鲁

刚则主张写到当代，认为这样更有意义。接受这个建议，拙著将研究下限一直延伸到当今。但是这样一来，增加了研

究难度，也增加了结题难度。由于书中指出环境变迁与权力决策的制度设置缺陷以及政经力量相互沆瀣密切相关，被

认为是 “可能引起争鸣的观点”，２０１１年６月即送审的文稿被发回修改，直至２０１３年方获通过。
这里的强势政府和半统制经济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相关命题。参见吴敬琏、马国川：《吴敬琏：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同舟共进》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学、向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习采借，尤其重要。仅仅

充分占有材料，不见得就能做出过人的研究。在学

识、见识之外，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面社会现实的

胆识。胆识不仅在于空所依傍，见人所未见，更在

于敢为天下先，言人所不能言。

此外，总的说来，迄今学术界对环境史史料问

题关注较少，相关研究也有待深入，令人遗憾。改

变这一状况，对推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当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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